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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3 年和 2015 年国家在东部沿海省份分两批实施了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旨在为进一步完善国家扶

贫战略和政策体系、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积累经验。 由于各省的试点政策不尽相同,需要分别考

察政策效果和总结经验。 利用 2011—2020 年江苏省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的识别策略,考察扶贫改革试

验区政策对于试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剖析政策的作用机理。 研究表明,江苏省制定实施的扶贫改

革试验区政策促进了改革地区的经济发展。 从作用机制上看,三次产业增加值均有所提升,其中第一产业和第

二产业增速更快;财政支出增加和信贷政策支持为地区发展提供了资金;鉴于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是由劳动力和

技术所驱动的,因而具有可持续性。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改善了当地居民生活条件,农民收

入水平得到了提升、医疗卫生条件和教育水平得以改善,而农民的消费水平仍有提升的潜力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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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povertyin the new age: Assessing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the pilot poverty alleviation reform zone policy

QIN Cong1,GUO Jing2

(1. National Academy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To improve the anti-poverty strategy and policy system, as well as to accumulate experience of link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hina launched the Pilot Poverty Alleviation Reform Zone policy in six coastal
provinces in 2013 and 2015. Given that the policies implemented in those provinces were different, it is worth separately
evaluating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s of the pilot policy for each province. In this study, drawing on a county panel of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1 to 2020 and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we empirically estimate the effect of the
Pilot Poverty Alleviation Reform Zone policy on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mechanisms behind it. We find that
the policies implemented in Jiangsu province is conducive to local economic growth. We also find that ( i) the policy
increased the outputs of three sectors, where the first and second sectors benefited the most; (ii) the fiscal expenditure
and credit inclination were critical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 iii) the economic growth was primarily driven by
employment increment and technology improvement. Moreover, the pilot policy promoted local living conditions by
increasing the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and improving sanitary and educational conditions. However, it had few effect
on increasing rural households’ consumption.
Key words:pilot poverty alleviation reform zone; economic growth;rural households’ income;fiscal and financi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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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

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

取得了全面胜利。 这标志着我国实现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绝对贫困在我国已经成为

历史。 这也意味着,继提前完成联合国千年宣言

的减贫目标后,我国又提前实现了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再次为世界减贫事

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 -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

一个不发达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
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脱贫,成功

演绎了一部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和治理贫困的经

典范本[3 - 4]。 从利用制度性改革解决机会的缺

失,到通过区域开发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再到实施

精准脱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中国贡献给世界的

不仅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效率奇迹,更是一个将发

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的公平奇迹,彰显了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我国扶贫方略的正确性。
随着我国取得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胜利,

扶贫工作和农村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当前

新的历史任务。 在这一阶段中,工作重点已转变

为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
提高发展能力和缩小发展差距[5]。 那么,应当如

何做才能完成好上述工作? 实际上,早在脱贫攻

坚阶段,中共中央就在沿海发达地区进行了政策

试点,为解决后续相对贫困问题和与乡村振兴战

略相衔接积累经验。 具体地,国务院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于 2013 年在辽宁省阜新市、浙江省丽水市

和广东省清远市设立首批扶贫改革试验区,又于

2015 年将江苏省宿迁市、山东省淄博市和福建省

三明市选定为第二批扶贫改革试验区①。 在过去

的十年间,各扶贫改革试验区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进行了一系列政策尝试,所积累的宝贵经验能够

为新时期全国的扶贫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正因

如此,科学评估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效果并理

清其作用机理,从而总结试点政策的经验与不足,
对当前治理相对贫困和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具有重

要意义。

然而,目前关于扶贫改革试验区的研究尚不

充分,一些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较好的回答。 通过

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截至

2023 年 1 月,共有 31 篇主题与扶贫改革试验区相

关的文章。 根据表 1 的统计可以看出,已有的研究

主要采用案例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研究范式。 其

中,早期研究主要是对试点地区的政策实践进行

梳理,因而多采用案例分析的范式;近期的研究则

主要关注政策对地方经济、农民收入和民生等方

面的影响,实证分析随之成为主流的范式。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实证分析多以第一批试点

城市为研究对象,对第二批试点地区的关注相对

较少。 由于与以往中央统筹开展的全局性扶贫不

同,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是由东部省份自行规划

设计本省的扶贫政策,各试验区的治贫手段因而

是不尽相同的,有必要对各试点地区的政策效果

分别加以分析[6]。 特别地,江苏省宿迁市在所有

试验区中试点了最多的扶贫政策,但现有文献仅

对其进行了简单的政策梳理,而并未对其政策效

果进行较为严谨的评估[7]。
表 1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研究的统计

研究对象 案例分析(个) 实证分析(个) 合计(个)
第一轮试点 0 1 1

浙江省丽水市 3 1 4
辽宁省阜新市 0 2 2
广东省清远市 2 2 4
第二轮试点 0 0 0

江苏省宿迁市 6 0 6
山东省淄博市 1 0 1
福建省三明市 6 1 7
前两轮试点 2 4 6

总计 20 11 31
注:表内数字来自中国知网。

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双重差分回归的识别策

略,利用 2011—2020 年江苏省县级面板数据,探究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对于试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

响,并进一步剖析政策的作用机理。 研究表明,江
苏省实施的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促进了改革县的

经济发展。 特别地,相较于非改革县,改革县的人

均 GDP 增速提高了约 11. 2 个百分点。 这一结果

在进一步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改变样本和模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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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东部省份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 2019 年在内蒙古赤峰市设立了西部第一个扶贫改革试验区。



定时均较为稳健。 机制分析表明:首先,从产业结

构来看,三次产业增加值均有所提升,其中第一产

业和第二产业的增速更快;其次,财政政策通过提

高支出水平为改革县提供了资金支持,而一系列

的金融政策也起到了缓解信贷约束的作用;最后,
改革县的就业水平和专利授权量均显著提高,意
味着江苏省试验区的经济增长倾向于是由劳动力

和技术所驱动的。 此外,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也

改善了改革县的居民生活条件———提高了农民的

收入水平,改善了地方医疗卫生条件,扩大了小学

在校生数量。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收入的增

加,农民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扩大消费。 这意味

着,如何将农民收入增长转化为消费提高,在切实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为内需的扩大提供支

持,将成为下一阶段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

兴所急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可能的特色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

面。 第一,本文丰富了我国扶贫理论和区域开发

政策的研究。 区域性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即
便是发达国家内部也可能存在经济落后地区[8]。
当一个地区的自然条件或人文条件较差时,贫困

问题往往就会随之出现[9]。 为此,各国多采用区

域开发政策来加以应对,但不同政策的经济发展

和减贫效果却不尽相同,这突显出通过政策效果

评估来识别出有效政策的重要性[10]。 本文对第二

批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效果进行实证考察,为
后脱贫时代的扶贫政策设计提供参考,也对我国

的扶贫理论体系进行了有益补充。 第二,本文利

用双重差分的识别策略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

了矫正,同时使用了更具有可比性的样本,因而所

得结论更为真实可靠。 一方面,OLS 估计或单差

法无法有效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从而导致对试

验区政策效果的估计可能是有偏的[5,11]。 为此,
在处置组和对照组样本满足平行趋势条件的前提

下,我们利用双重差分的识别策略进一步剔除了

时间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在样本选

择上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具体地,一些研究同时

以市辖区和县(及县级市)为研究对象,但由于区

县之间在经济规模和财政体制等方面差异较大,
区县差异可能导致估计结果有偏;而有的研究在

处置组中纳入了区县样本,但在对照组中仅考虑

县样本,这种做法也是存在问题的。 为此,本文以

县及县级市为研究对象,从而提高了处置组与对

照组的可比性。
一、制度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我国

也在贫困治理方面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改革

开放初期,以农村生产体制改革和农产品价格体

制改革为代表的制度性改革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

了极大的活力,一些能够发挥自身特点、具有开创

精神的地区率先发展起来[3,12]。 随之而来的,区
域性贫困取代制度性贫困成为我国贫困的主要特

征。 为此,中共中央于 1986 年实施了国家级贫困

县政策,开始采用开发式扶贫的方式对区域性贫

困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治理。 进入 21 世纪后,又
相继出台了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
2010)》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指导和规范不同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13]。 在上述

扶贫进程中,2000 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此

之前,全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均由中央统一负责;而
在此后,为集中力量解决中西部地区更加复杂而

广泛的贫困问题,中共中央将东部沿海 6 省的扶贫

工作交由本省负责②。 事实证明,这次扶贫工作领

域的分权改革取得了成功,东部省份因地制宜走

出了一条切合本地区实际的治贫之路,在中西部

打响脱贫攻坚战之前,东部 6 省已经基本消灭了绝

对贫困[14]。
随着东部地区的扶贫开发率先进入新的阶

段,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于 2013 年出台了

《关于设立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意见》,选定辽宁省

阜新市、浙江省丽水市和广东省清远市成立扶贫

改革试验区。 2015 年,试验区范围扩大到江苏省

宿迁市、山东省淄博市和福建省三明市。 2019 年,
内蒙古赤峰市成为西部第一个扶贫改革试验区。
根据《关于设立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意见》,扶贫改

革试验区应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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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东部沿海 6 省包括辽宁省、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和广东省。



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城乡一体化;创新扶贫体制机

制;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促进扶贫开发

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有机结

合。 从这些改革重点可以看出,中共中央设立扶

贫改革试验区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在沿海发达地

区进行政策试点,为下一阶段巩固前期脱贫攻坚

成果、解决后续相对贫困问题积累经验。 为此,中
共中央进一步向地方放权,鼓励各试验区结合地

方实际量身制定政策、先试先行,这意味着各试验

区的政策设计将各具特色,因而最终的政策效果

可能是有所不同的[15]。
具体到江苏省宿迁市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情

况,在 2015 年下发的《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设立江

苏省宿迁扶贫改革试验区的复函》中,对江苏省试

点地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为,要以制度创新为核

心任务,以超前探索、重点突破、地方为主、先行先

试为工作原则,在扶贫工作考核等 7 个主要方面进

行积极探索。 次年,江苏省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印

发了《关于支持宿迁市推进扶贫改革试验的意

见》,结合自身特点将中央部署细化为创新精准扶

贫体制机制、创新缓解相对贫困有关政策和制度、
创新城乡统筹减贫机制 3 个方面共 14 条试验重点

任务,并在省级层面制定了财政税收、就业社保、
医疗卫生、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土地保护利用、
金融保险、产业发展及其他等 7 个方面的支持

政策。
二、计量策略、数据与变量

(一)计量策略

本文旨在较为准确地估算出扶贫改革试验区

政策对于试验区内县域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影响。
江苏省于 2015 年在宿迁市设立了扶贫改革试验

区,这一实践为本文构建时间和地区层面的双重

差分策略提供了基础。 具体而言,在时间层面上,
本文将 2015 年以前年份作为事前时点,2015 年及

以后年份作为事后时点;在地区层面上,宿迁市下

辖的沭阳县、泗阳县和泗洪县构成了处置组(简称

“改革县”),江苏省其他城市下辖各县及县级市

(统称为 “县”) 则构成了对照组 (简称 “非改革

县”)。 基于此,本文的双重差分模型采用如下

形式:
yit = β0 + β1 × (Reformi × Postt) + X it + λ i +

λ t + εit (1)
式(1)中,因变量 yit 在基准回归中为县 i 在 t

年的人均 GDP 对数值。 Reformi 为县 i 的处置状

态,在样本期内成为改革县记为 1,否则为 0; Postt
为时间哑变量,当 t ≥2015 时记为 1,否则记为 0;
因此, Reformi × Postt 反映了县 i 在 t 年的处置状

态,其估计系数 β1 即反映了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

的效果。 X it 为控制变量,在基准回归中包括县内人

口密度和土地面积,以及时间趋势的一次项和二

次项。 λ i 和 λ t 分别为县固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εit 为误差项。 为解决潜在的序列相关和异方差问

题,标准误聚类至市级。
(二)数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 2011—2020 年的江苏省县级

面板数据集。 经济与社会数据主要来自《江苏统

计年鉴》③,地方领导干部信息来自中国研究数据

服务平台(CNRDS)和作者研究团队的补充整理。
为排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利用江苏省历年的

GDP 平减指数将经济指标调整为以 2011 年价格

水平为基期的实际值。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市辖

区与县在经济规模和财政体制等方面差异较大,
同时贫困人口多生活在农村地区[17],因此基准分

析没有考虑市辖区样本,而是在后续稳健性检验

中将市辖区纳入到分析之中。
(三)变量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

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改革县的经济发展水平。 为

此,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样本县是否被纳入扶

贫改革试验区之中,改革县取值为 1,其余为 0。 核

心被解释变量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由人均实际

GDP 的对数值来衡量。 在机制分析部分,我们以

人均三次产业增加值和人均工业增加值为被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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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考虑到利用户籍人口计算经济指标的人均值可能存在偏差,借鉴 Jia 等[16]的思路,本文利用 2000 年和 2010 年的《中国人口普查分

县资料》推算出样本期内各县历年的常驻人口。 具体而言,我们首先利用 2000 年和 2010 年的普查数据分别计算出各县常驻人口的年平均

增速;进一步地,假定此后各县保持其人口增速不变,分别推算出 2011—2020 年的常驻人口数。



变量来考察政策对于产业发展的影响,以人均财

政支出和人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被解释变量来

考察财政金融政策的影响,以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

重和专利授权量为被解释变量来考察政策对于要素

投入的影响④。 在拓展分析部分,我们以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农民人均食品

消费支出和住户人均存款余额为被解释变量来考察

政策对于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以卫生机构床位数

和小学在校学生数为被解释变量来考察政策对于居

民福利水平的影响。 为避免纳入不恰当的控制变量

(bad controls)而导致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有偏,本
文的控制变量仅考虑了人口密度和土地面积。

基于表 2 给出的变量描述性统计,可以得出几

点初步认识:①在样本期内,江苏省各县的经济发展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最大值

扶贫改革试验区身份 426 0. 070 0. 256 0 1
人均 GDP(对数值) 422 11. 187 0. 605 9. 731 13. 982
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
(对数值) 422 8. 722 0. 639 7. 052 11. 943

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
(对数值) 422 10. 422 0. 648 8. 947 13. 021

人均工业增加值(对
数值) 422 10. 257 0. 685 8. 599 12. 797

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
(对数值) 422 10. 319 0. 672 8. 630 13. 262

人均财政支出(对数
值) 422 9. 073 0. 499 8. 180 12. 011

人均金融机构贷款余
额(对数值) 422 10. 757 0. 819 7. 403 13. 605

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
重

7 309 0. 557 0. 097 0. 052 0. 996

专利授权量(对数值) 426 7. 138 1. 078 3. 871 10. 262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对数值) 426 9. 676 0. 320 8. 916 10. 471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
出(对数值) 426 9. 280 0. 365 8. 357 10. 072

农民人均食品消费支
出(对数值) 426 8. 165 0. 307 7. 444 8. 792

住户人均存款余额
(对数值) 422 10. 531 0. 670 8. 999 13. 254

卫生机构床位数(对
数值) 426 8. 189 0. 491 6. 494 9. 235

小学在校学生数(对
数值) 426 1. 669 0. 640 0. 223 6. 838

人口密度 426 706. 268 567. 208 212 7979
土地面积 426 1 567. 204 634. 939 106 3221
地方主要干部年龄 88 46. 216 3. 897 36 54
地方主要干部学历 82 0. 927 0. 262 0 1
地方主要干部是否为
本地人

87 0. 609 0. 491 0 1

注:数据来源于 《江苏统计年鉴》 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CNRDS);其中,经济数据为以 2011 年为基期计算的实际值。

水平普遍较高,人均实际 GDP 约为 72 186 元,人均

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约为 33 591 元和30 303元,分
占人均 GDP 的 47%和 42%。 ②财政支出处在较高

水平,人均财政支出约为 8 718 元。 ③在农民生活

水平方面,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 15 931 元,农
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约为 10 721 元。 ④从地方主

要领导干部特征来看:首先,江苏省的县级领导干

部队伍年轻化特征较为明显,县委书记和县长的

平均年龄为 46 岁,最年轻的领导就任时仅 36 岁,
因而可能具有较强的工作活力[18];其次,92. 7%的

领导干部具有研究生学历,其余干部也获得了本

科学历,因而知识水平较高;最后,60. 9% 的领导

干部任职地与其出生地属于同一城市,可能对于

辖区情况更为了解[19]。
三、实证结果

本节首先给出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对地方经

济发展影响的估算结果,然后对基准结果进行稳

健性检验,最后考察政策的作用机制。
(一)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

影响

表 3 给出了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即方程(1))
估算的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

响。 出于稳健性考虑,我们在第(1)列 ~ 第(3)列
中依次加入县和年份固定效应、时间趋势项和其

他控制变量,不难看出,在不同的模型设定下所得

的估算结果在数值大小及显著性水平上均较为一

致。 以第(3)列为例,相较于非改革县,扶贫改革试

验区政策提高了改革县的人均 GDP 增速约 11. 2 个

百分点,且回归系数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表 3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序号 (1) (2) (3)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

× 政策前后
0. 114∗

(0. 052)
0. 114∗

(0. 052)
0. 112∗∗

(0. 050)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趋势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样本量 422 422 422
R2 0. 854 0. 854 0. 854

注:上述回归中的结果变量为人均 GDP 的对数值。 第(1)列控制
了县级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第(2)列进一步控制了时间趋势
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第(3)列进一步控制了辖区土地面积和人口密
度。 括号内数字为聚类至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分别表
示在 1% 、5%和 10%有统计学意义。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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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由于县级数据中缺少就业信息,在考察政策对就业的影响时我们使用了乡镇数据。



(二)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基准结论的可靠性,本节进行一系列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为确保双重差分识别策略的有效性,改革县

和非改革县在政策实施前应具有相同的变化趋

势,从而避免估算结果因两组样本存在事前趋势

差异而有偏。 为此,需要进一步考察扶贫改革试

验区政策的动态效应。 具体而言,本文将由各县

的改革状态与历年的年份虚拟变量所组成的交互

项作为新的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新的估计方程

如下:

yit = β0 + ∑
k = 2020

k = 2011
βk × (Reformi × Dk

t ) + X it +

λ i + λ t + εit (2)

式(2)中, Dk
t 为年份虚拟变量,当 t = k 时记

为 1,否则为 0⑤。

⑤　由于江苏省的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在 2015 年开始实施,因此本文以政策实施前一年的 2014 年为基年,亦即方程(2)的回归模型

中不包含“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 × 2014 年”这一变量。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的动态效应估算结果由

表 4 给出。 首先,2011—2013 年的年份虚拟变量

表 4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逐年影响

序号 (1) (2) (3)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

× 2011 年
- 0. 058
(0. 038)

- 0. 058
(0. 038)

- 0. 055
(0. 036)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
× 2012 年

- 0. 014
(0. 029)

- 0. 014
(0. 029)

- 0. 013
(0. 029)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
× 2013 年

0. 005
(0. 016)

0. 005
(0. 016)

0. 006
(0. 016)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
× 2015 年

0. 031∗∗

(0. 014)
0. 031∗∗

(0. 014)
0. 031∗∗

(0. 013)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

× 2016 年
0. 063∗∗

(0. 024)
0. 063∗∗

(0. 024)
0. 063∗∗

(0. 023)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

× 2017 年
0. 069∗

(0. 032)
0. 069∗

(0. 032)
0. 069∗

(0. 032)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

× 2018 年
0. 094∗∗

(0. 039)
0. 094∗∗

(0. 039)
0. 094∗∗

(0. 036)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

× 2019 年
0. 143∗∗

(0. 054)
0. 143∗∗

(0. 054)
0. 143∗∗

(0. 054)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

× 2020 年
0. 182∗∗

(0. 059)
0. 182∗∗

(0. 059)
0. 182∗∗

(0. 059)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趋势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样本量 422 422 422
R2 0. 856 0. 856 0. 856

与政策的交互项系数均缺乏统计显著性,表明在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实施前改革县与非改革县具

有相同的经济发展趋势,通过了使用双重差分回

归模型所要求的平行趋势检验。 其次,在扶贫改

革试验区政策实施后,2015—2020 年间的交互项

系数逐年增大,且均保持了较好的统计显著性,进
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基本结论。

为更为直观地展示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的动

态效应,图 1 绘制了表 4 第(3)列中的历年交互项

估计系数及 95% 置信区间。 由图 1 可见,改革前

年份与政策的交互项回归系数均接近于 0,而改革

后年份与政策的交互项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呈

现出逐年增大的趋势。 这意味着,扶贫改革试验

区政策不仅在政策实施当年即产生了明显效果,
且政策效果随着时间推移而越发彰显。

图 1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的动态效应

2. 内生性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表明处置组和对照组样本在政

策实施前的变化趋势较为相似,因而具有较好的

可比性。 不过,处置组和对照组样本仍可能在一

些方面存在事前差异,而样本期内实施的其他重

要政策也可能对县域经济产生影响,从而导致本

文的基准结果因遗漏变量问题而有偏。
首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回归相

结合(PSM - DID)的方法来进一步提高处置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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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样本的可比性[20]。 第一步,以 2014 年⑥的

人均 GDP、人口密度和土地面积作为匹配变量,利
用 Probit 模型估算出各县的改革概率(即倾向得

分)。 第二步,根据倾向得分,采用 5 对 1 最邻近

匹配的方法在共同支撑域内为每个改革县寻找到

最相似的五个非改革县作为对照组样本⑦。 第三

步,基于匹配后的样本再次利用方程(1)的策略进

行双重差分回归。 表 5 第(1)列给出了 PSM - DID
方法的估算结果:新的估计系数依然较为显著,支
持了基准结果的结论。

表 5　 内生性检验

变量
PSM - DID

(1)

排除其他政策影响
全国农村
改革试验
区政策

江苏省农村
改革试验区

政策

省直管县
改革

(2) (3) (4)
扶贫改革试验区
政策 × 政策前后

0. 063∗∗

(0. 021)
0. 073∗∗

(0. 031)
0. 121∗

(0. 055)
0. 135∗∗

(0. 046)
样本量 120 380 167 392
R2 0. 976 0. 922 0. 897 0. 866

注:上述回归中的结果变量为人均 GDP 的对数值。 各回归中均控
制了县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时间趋势的一次项和二次项、辖
区土地面积和人口密度。 括号内数字为聚类至地级市层面的标准
误。∗∗∗、∗∗、∗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有统计学意义。

其次,排除其他政策对基准结果可能产生的

影响。 为实现以改革促进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的政

策目标,中共中央于 2010 年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

新形势下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并在 2011 年设

立了首批 24 个试验区,2014 年设立了第二批 34
个农村改革试验区。 其中,江苏省苏州市入选了

第一批试验区,南京市、常州市武进区和淮安市洪

泽县入选了第二批试验区。 与此同时,江苏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中央布置的农村改革试验工作,
在国家级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省级农村改

革试验区试点工作,分别在 2012 年、2016 年和

2019 年设立了三批省级农村改革试验区。 由于农

村改革试验区政策旨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可能

会对本文的基准结果造成影响。 为此,本文分别

将参与到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政策和江苏省农村

改革试验区政策的县自改革之日起从样本中剔除

并重新进行估算。 从表 5 第(2)、(3)列给出的结

果可以看出,在排除全国和省级农村改革试验区

政策的影响后,新的估算结果与基准结果较为一

致。 此外,有文献指出“省直管县”改革有助于促

进改革县的经济发展[22],因此本文将样本期内参

与到“省直管县”改革的县从样本中剔除并重新进

行估算。 表 5 第(4)列给出的结果表明,排除“省
直管县”改革的潜在影响后,所得结果与基准结果

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
最后,考察地方干部差异造成的影响。 地方

领导干部的能力和工作积极性对于地区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影响[23]。 不过,由于干部的固定效应和

县固定效应具有高度共线性,因而基准回归中难

以通过引入干部的固定效应对其加以控制[24]。 对

于本文而言,若在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实施后,江
苏省政府向宿迁市下辖各区县选派的干部有别于

其他地区,则基准结果并不能简单解读为政策的

经济增长效应,其中也包括了干部差异对经济发

展的影响。 为检验政策实施前后改革县相对于非

改革县的地方主要领导干部(县委书记和县长)特
征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利用如下方程加以考察:

yct = α0 +∑
j

αj × (Zc × Postt) + λ t + εct (3)

式(3)中, yct 表示干部 c 在 t 年就职时的工作

地是否为改革县。 由于干部能力和积极性是无法

被直接观测到的,参照已有文献,利用一些个人特

征 Zc 来近似捕捉,这包括干部就职时的年龄,以是

否获得研究生学历来衡量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以工

作地与出生地是否为同一城市来定义的本地官员身

份[17]。λt 为就职年份的固定效应。 εct 为扰动项。 从

表 6 给出的估算结果可以看出:单独考察每项个人

特征(表 6 第(1)列 ~ 第(3)列)与同时考察三项个

人特征(表 6 第(4)列)的结果是较为一致的,个人

特征与政策前后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意味着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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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为确保匹配变量尚未受到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的影响,倾向得分匹配应利用政策实施前年份的数值来进行[21] 。 为此,本文的匹配

变量均使用了 2014 年的数值。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处置组样本数量较少,若在匹配时采用 1 对 1 最邻近匹配的方法,则在下一步进行双重差分回归时将会面临样

本量不足的问题;而核匹配旨在充分利用对照组样本的信息,故而会保留共同支撑域内的全部对照组样本,特别是对于本文而言,采用核匹

配前后的样本相差不大。 出于上述考量,本文最终选择了 5 对 1 最邻近匹配法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贫改革试验区政策实施前后就职于改革县与非改革

县的主要干部可能在能力等方面是较为相似的。
表 6　 地方干部特征检验

序号 (1) (2) (3) (4)
年龄

× 政策前后
0. 000 02
(0. 011) - - 0. 000 3

(0. 013)
受教育程度
× 政策前后

- 0. 349
(0. 280) - 0. 530

(0. 450)
本地官员
× 政策前后

- - - 0. 118
(0. 101)

- 0. 277
(0. 152)

年龄
- 0. 013
(0. 015) - - - 0. 017

(0. 009)

受教育程度 - - 0. 224
(0. 150) - - 0. 330

(0. 248)

本地官员 - - 0. 177
(0. 139)

0. 376
(0. 254)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88 82 87 81
R2 0. 115 0. 111 0. 125 0. 646

注:上述回归中的结果变量为地方主要干部是否在扶贫改革试验
区任职。 受教育程度定义为地方主要干部是否获得研究生学历,
本地官员定义为地方主要干部的出生地是否与其就职地属于同一
个城市。 括号内数字为聚类至城市层面的标准误。∗∗∗、∗∗、∗分别
表示在 1% 、5%和 10%有统计学意义。

3. 其他稳健性检验

首先,更换样本来进行估计。 在基准分析中,
考虑到贫困主要是农村问题,加之市辖区与县在

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因而仅将县作为研究对象。
在表 7 第(1)列中,在县的基础上加入了市辖区样

本并重新进行估算,所得结果与基准结果在数值

和显著性水平上均保持一致⑧。 此外,基准分析的

样本保留了“县改区”之前的县,故而使用的是非

平衡面板数据。 在表 7 第(2)列中,我们仅使用样

本期内未经历区划变动的县来进行估算(即平衡

面板数据),所得结果仍与基准结果较为相似。
表 7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更换样本

加入区样本 平衡面板

(1) (2)

更换
控制变量

更换
固定效应

(3) (4)

更换标准误聚类层级

聚类至县级 双重聚类

(5) (6)
扶贫改革试验区
政策 × 政策前后

0. 117∗∗
(0. 051)

0. 116∗∗
(0. 052)

0. 089∗∗
(0. 035)

0. 322∗∗∗
(0. 004)

0. 112∗∗
(0. 049)

0. 112∗∗
(0. 043)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 - 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标准误聚类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县级 市级 -年份

样本量 763 390 422 422 422 422

R2 0. 728 0. 849 0. 920 0. 973 0. 854 0. 974

注:∗∗∗、∗∗、∗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有统计学意义。

其次,尝试引入其他的控制变量。 具体地,在
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第一产业占

比、第二产业占比和外贸依存度。 表 7 第(3)列的

结果表明,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依然具有统计显

著性。 再次,为排除地级市经济政策的影响,额外

控制了“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从表 7 第(4)列
的结果可以看出,系数的数值和显著性均高于基

准结果,意味着本文的基准结果至少给出了政策

效果的下限估计。 最后,将标准误聚类至县级以

及在城市和时间层面上双重聚类,所得结果均与

基准结果较为一致(表 7 第(5)列、第(6)列)。
(三)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的作用机制

本章节从产业结构、财政金融政策和要素投

入等 3 个方面深入考察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的作

用机制进行。 第一,以人均三次产业增加值为被

解释变量,考察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的经济增长

效应主要是源自哪个部门的发展。 首先,表 8 第

(1)列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改革县的第一产

业发展迅速。 这与试验区以做优农业基础产业为

核心的发展策略是相符合的。 在样本期内,宿迁

市注重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生态高效农业,在林

业、水产业、养殖业等方面加大投入。 得益于这些

旨在优化发展第一产业的政策,相较于非改革县,
改革县的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提高了约 13. 3 个百

分点。 其次,表 8 第(2)列的估计系数同样显著为

正,表明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也促进了改革县的

第二产业发展。 这可能是因为试验区建立了规模

化的扶贫产业园,一些村庄也建立了扶贫车间,从
而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 进一步地,可以发现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改革县的人均工业增加值增

速也显著提升(表 8 第(3)列),表明改革县的工业

化进程也正在加快。 最后,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

也提升了改革县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表 8 第

(4)列),这可能主要与当地依托特色农业农村资源

发展旅游业和制定实施的电商扶贫政策有关[25]。
综上所述,江苏省的扶贫改革试验区建立了三次产

业均衡发展的策略,并较为成功地实现了三次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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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发展,共同驱动了试验区的整体经济增长。
表 8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的作用机制

类型 机制 1:产业结构

变量
人均

第一产业
增加值

人均
第二产业
增加值

人均工业
增加值

人均
第三产业
增加值

序号 (1) (2) (3) (4)
扶贫改革试验区
政策 × 政策前后

0. 133∗∗

(0. 055)
0. 136∗∗

(0. 051)
0. 149∗∗

(0. 054)
0. 101∗

(0. 021)
样本量 422 422 422 422
R2 0. 603 0. 771 0. 723 0. 887

变量

机制 2:财政金融政策 机制 3:就业与技术进步

人均
财政支出

人均金融
机构贷款

余额

就业人口
占总人口

比重

专利
授权量

(5) (6) (7) (8)
扶贫改革试验区
政策 × 政策前后

0. 078∗

(0. 036)
0. 131∗

(0. 061)
0. 041∗∗

(0. 019)
0. 302∗

(0. 152)
样本量 422 422 7309 426
R2 0. 879 0. 848 0. 097 0. 378

注:第(1)—(6)列和第(8)列使用的是县级样本,控制了人口密
度、土地面积、县和年份固定效应以及时间趋势;括号内数字为聚
类至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 第(7)列使用的是乡镇样本,控制了乡
镇和年份固定效应以及时间趋势;括号内数字为聚类至县层面的
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有统计学意义。

第二,考察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影响。 首先,为
检验财政政策的影响,我们使用人均财政支出作

为被解释变量重新估算了方程(1)。 从表 8 第(5)
列给出估算结果可以看到,改革县的人均财政支

出增速要高于非改革县 7. 8 个百分点,意味着财政

资金对地方经济增长起到了支撑作用。 之所以改

革县能够保持较高的财政支出增速,这是与上级

的转移支付支持密不可分的。 在样本期间,江苏

省扶贫办向宿迁市提供了每年 2 000 万元的扶贫

改革试验区专项资金。 其次,以人均金融机构贷

款余额为被解释变量来考察金融政策的影响。 表

8 第(6)列的估算系数显著为正(0. 131,且在 10%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改革县的人均金融机构

贷款显著增加,也说明试验区的金融扶贫体系为

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信贷资金。 为满足贫

困人口的信贷需求,改革县进行了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两权”抵押贷款试点、
开展扶贫小额贷款提标试点、创新推出“苏微贷”
和“金农贷”等信贷产品,扩大了贷款对于低收入

农户的覆盖范围。
第三,考察要素投入的影响。 由于缺少资本

数据,本文只考察了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是否通

过影响劳动力和技术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首

先,以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被解释变量,考察

了试验区政策对于改革县居民就业的影响。 需要

说明的是,由于缺少县级就业数据,这里改为使用

乡镇数据进行分析。 具体地,①以宿迁市下辖各

乡镇为处置组,其余各乡镇为对照组;②识别策略

沿用了方程(1)的形式,但将县固定效应改为乡镇

固定效应,同时没有加入额外的控制变量;③标准

误聚类至县级。 由表 8 第(7)列给出的估算结果

可以看出,得益于试验区政策,改革县的就业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显著高于非改革县。 实际上,江苏

省的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始终坚持开发式扶贫,
以增加就业为根本手段来提高扶贫效果的持续

性,特别是通过实施“家门口就业工程”、建立电商

特色产业园(街)区等具体措施来扩大就业。 从结

果来看,上述政策确实起到了拉动就业的作用,也
意味着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江苏模式具有可持续

性。 其次,以县级专利授权量来衡量地方的技术

进步,以此为被解释变量并利用方程(1)进行估

算。 表 8 第(8)列给出了估算结果,由于系数显著

为正,意味着改革县的技术进步速度快于其他非

改革县。 从官方文件和报道中,并未发现扶贫改

革试验区政策的要素保障体系中明确强调技术在

改革中的重要性,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改革县的技

术发展速度较快,对于经济增长也起到了支撑

作用。
四、拓展分析: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对居民生

活水平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

成就,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坚持走开发式扶贫的

道路———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经济,进而增加贫困

地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即通过经济发展

为贫困人口赋能[4,26 - 27]。 不过,已有研究提出了

一个观点,经济增长本身并不具有益贫性,甚至贫

困人口反而会因经济增长而受损[28 - 29]。 由于我

国扶贫工作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因而在

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能否让贫困地区的居民获得生

活水平的提升同样值得关注。 为此,借鉴 Sen[30]

提出的多维贫困理论,本章节从农村居民收支、医
疗和教育 3 个方面来考察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对

301

城镇化与区域发展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的经济发展效应分析



于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
首先,考察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对于农民收

支的影响。 参考已有研究,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被解释变量来考察试验区政策对当地农民收

入水平的影响[31 - 32]。 与前文的分析一致,依然利

用方程(1)的形式来进行识别。 从表 9 第(1)列的

估算结果可以看出,系数为 0. 023 且在 1%的置信

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改革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

增速显著高于非改革县 2. 3 个百分点,亦即扶贫改

革试验区政策提高了改革县的农民收入水平。 随

着收入的增长,农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是否随之

变化? 为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考察试验区政策如

何影响了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由表 9 第(2)
列的估算结果可知,估计系数较小且不具有统计

显著性,表明在收入增加后,农民的支出并未增

长。 尽管如此,当以农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为被

解释变量进行估算时,发现农民用于食品消费的

支出显著增长(表 9 第(3)列)。 进一步地,当农民

收入增长而消费没有明显增长时,直觉上,收支的

差额应当转化为居民存款。 表 9 第(4)列的结果

印证了这一点。
表 9　 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

变量

农民人均
可支配
收入

农民人均
生活消费

支出

农民人均
食品消费

支出

住户人均
存款余额

卫生机构
床位数

小学在校
学生数

(1) (2) (3) (4) (5) (6)
扶贫改革试验区
政策 × 政策前后

0. 023∗∗∗
(0. 003)

- 0. 001
(0. 015)

0. 032∗
(0. 017)

0. 168∗∗
(0. 054)

0. 063∗∗∗
(0. 020)

0. 185∗∗∗
(0. 049)

样本量 426 426 426 422 426 426
R2 0. 994 0. 938 0. 827 0. 912 0. 862 0. 117

注:上述回归控制了人口密度、土地面积、县和年份固定效应以及
时间趋势;括号内数字为聚类至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有统计学意义。

其次,考察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对改革县的

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影响。 医疗和教育水平的改善

是事关我国民生福祉的重要问题[33 - 34]。 从多维

贫困视角来看,除提高居民收入外,解决好医疗和

教育领域的贫困也是我国治理贫困的核心所

在[35]。 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上述问

题分别作出了“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和“治贫必先治愚,扶贫必先扶智”的重要论断。
因此,试验区政策能否有助于缓解上述两方面的

贫困也是本文所关心的。 为此,分别利用医疗机

构床位数来度量医疗水平、小学在校生学生数来

度量教育水平,并再次利用方程(1)进行了估算。
由表 9 第(5)列、第(6)列的估算结果可见,估算系

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改善了

当地的医疗条件,并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研究发现,江苏省宿迁市的扶贫改革试验区

试点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经济增速。 机制分析的结

果表明:第一,试验区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有效的产

业政策,使得当地三次产业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

发展。 第二,财政和金融政策作为主要的支持政策,
为地区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第三,从驱动要素来

看,江苏省试点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由劳动力和

技术所驱动的。 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农村居民的收

入和储蓄余额均有显著增长,地区的医疗和教育水

平也有所提高,意味着贫困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整

体上得到了提升。 不过,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民的消

费支出并未增加,而是更倾向于进行储蓄。
“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的心之所系,而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则是当前“三农”问题的重

中之重。 本文的研究意义不仅在于总结前期扶贫

改革试验区政策的经验,同时也为做好巩固前期

扶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参考。 就

本文的研究来看,需着重加强如下几方面的建设。
第一,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支持和引导作用,持续推

动巩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为此,财
政应保持投入力度总体稳定,特别是要通过转移

支付的方式将财政资金向脱贫基础薄弱、地方财

力不足的地区加以倾斜。 第二,推进金融扶贫机

制创新,丰富拓展农户融资渠道。 一是在完善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机

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满足农户的长

期大额信贷需求;二是根据本地农户需求创新小

额信贷产品,满足农户多用途的短期小额信贷需

求。 第三,适时制定实施有助于拉动农民消费的

政策。 农民收入水平在脱贫攻坚阶段得到了提

升,但切实改善生活水平还需要将收入转化为消

费,而且农村是我国重要的消费市场,挖掘和释放

农村消费潜力也能够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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